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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支持网面临重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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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当前自然灾害多发、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，社会支持网的

建设显得更加重要。了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城乡居民获得的各种支持来源的现状，分析其发展变

动的趋势，探索构筑新型社会支持网的途径，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。 
 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8年 5-9月，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式，开展了第二次“中
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”(GSS2008，CASS)，覆盖全国 28个省市区的 134个县(市、区)、251个乡(镇、
街道)和 523个村(居委会)，共成功入户访问了 7139位年龄在 18-69岁的居民，调查误差小于 2%，
符合统计推论的科学要求。本文根据这次调查数据，对我国社会支持情况进行了如下分析。 
  组织化支持在从“单位”转向“社区” 
  改革开放以后，社会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，就是随着社会流动的大量增加，发生了社会成员

从“单位人”到“社会人”的变化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当询问被访者在过去一年间曾接受过哪些组

织机构的帮助时，在全部组织化支持中，由工作单位(包括自己和亲属所在单位)提供的支持只占
6.3%，而社区(村委会、居委会)提供的支持占全部组织化支持的 2/5强。从“单位办社会”向“社
区服务社会”的这种转变，使社区成为整个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组织化支持资源的提供者。 
  总体来看，“单位”在整个社会的组织化支持中已不再扮演主角，以社区支持为主的多样化、

社会化的支持越来越发挥主导的作用。那些在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样本表明，他们的组织化支持主

要来自社区，工作单位对他们的支持作用很小。传统“单位制”意义上的工作单位——机关、国

有企业、事业单位——经过多年改革，单位在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占有的份额平均在 22%左右。
对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来讲，“单位制”弱化的部分支持，正在由社区、地方政府、党群组织、

社会团体和市场化机构分担。不过，社区支持在这些员工的组织化支持中所占的份额还不足 20%，
低于工作单位的支持作用。可以说，虽然单位制整体上逐步被削弱，但单位内部的员工仍然保持

其对单位的依赖，从单位获得工作和生活中的帮助。 
  公务员有较完善的制度化保障 
  当然，不同单位工作的人员所获得的组织化支持的来源情况也有很大差异。根据对调查结果

的分析，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从业类别，如农村家庭经营、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、“三资”企业

等，从业人员更多地从社区获得支持(社区支持所占比例基本都在 40%以上)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
的是，传统意义上的正式工作“单位”中，如国有和集体企业、国有和集体事业单位等，员工仍

然是得到“单位”的支持多于得到“社区”的支持。党政机关这一类较为特殊，他们依靠社区支

持的比例在各类工作部门中是最低的，但同时也不存在对单位的依赖。可能的解释是，公务员制

度的实行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化保障，形成了有别于过去“单位支持”和现在“社区支持”

的国家保障制度的支持。 
  收入与组织化支持负相关 
  根据对调查结果的分析，家庭人均收入与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呈负相关关系。家庭收入越低，

获得组织化支持的数量就越高(Pearson r=一 0，057★★)。通过把家庭人均收入五等分组，比较各
组之间的组织化支持数量，结果显示收入与组织化支持成负相关关系的主要原因在于:家庭人均收
入最低的 20%人群，他们得到的组织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收入组。除了最低家庭人均收入组
之外，其他四个收入组相互之间在组织化支持数量上差别不大。收入分组资料显示，组织化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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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对象向低收入人群倾斜。 
  另外，家庭人均收入分组与个体化支持数量之间也表现出负相关关系。最低收入的 20%样本
中，得到的个体化支持数量显著多于其他四个收入组。除了最低收入组之外，其他四个收入组之

间在个体化支持在数量上没有显著差异。这样，我们看到个体化和组织化的支持资源，均偏重于

最低收入的 20%人群。 
  社会支持网过多地依赖私人关系 
  根据调查结果，过去一年接受过其他个体较大帮助的被访者占样本总量的 38.5%，远远超过
组织化支持的覆盖面，转型期的人们更多依靠私人关系获得支持。在得到过个体化支持的被访者

中间，仅得到 1个人支持的占 40.2%，得到过 2个人及以上个体支持的被访者接近 60%。调查发
现，个人支持网是由亲属主导的、频繁联系的人组成的小规模的紧密网络，其中绝大多数(93%的
支持者)是被访者最为熟悉的人。但维系一个熟人的关系网络，成本也在不断增加。调查显示，家
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与个体化支持的数量之间成显著正相关。被访者获得个体化支持的数量越

多，则家庭用于人情往来的消费也越高(Pearson r=0.038**)。人情支出大已经成为居民生活中的负
担，特别是在农村，人情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甚高。我们进一步分析人情支出费用与“人情支

出大”的压力之间的关系，结果显示，人们用于人情的开销占家庭总支出比例越大，造成人情支

出的压力也越大(Pearson r=0，265★★)。 
  以城乡居民的个体化支持为例，略作说明。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维系的个体支持网规模大，

人情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高，进而导致“人情支出大”的压力水平比城市高。本来个体支持

网具备灵活性高、成本低的特征，能够发挥贴近需求、支持及时的积极作用，然而对个体支持网

的过度依赖，反而造成了社会支持的家庭成本过高。 
  城乡居民支持网存在明显差异 
  调查结果显示，在城乡居民之间，无论是在个体支持方面还是在组织支持方面，支持网的特

点都有明显差异。城乡组织支持网的相似之处在于，一是支持数量没有显著差异，二是不论在城

市还是在农村，首要的组织支持都来自社区(村委会、居委会)，分别占城、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
41.7%和 43.3%；排在第二位的也都是地方政府部门，分别占城、乡组织化支持资源的 22.4%和
30.4%。城乡之间组织支持的差异表现在，城市居民较之农村居民更多地依赖党群组织和工作单
位，而农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则更多地依赖市场化机构和社会团体等。 
  与城市相比，农村缺少工作单位这条组织化支持的渠道，党群组织也不如城市那样发达。数

据显示，工作单位和党群组织在乡村的组织化支持中仅占 1.8%和 6.7%；而城市中工作单位和党
群组织的作用远高于乡村，分别提供 10.2%和 15.0%的组织化支持。乡村在支持来源的市场化上，
以银行(信用社)为主的市场化机构，提供了 8.5%的组织化支持，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城市。在乡村，
以专业协会、行会为主的民间社会团体，提供社会化支持的比例也略高于城市。 


